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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在抑郁症干预中的价值

[摘 要]抑郁症是一组以抑郁症状为主的情绪障碍，发病率较高，中国就医比例较低。中华传统文化是指以儒释道三教为主流、以孝顺父母、仁爱万物为核心的文化精髓。因为中国社会文化的需要、西方文化嫁接不良为抑郁症留下的隐患和西方心理学理论本土化过程中面对的阻碍，将中华传统文化嫁接到抑郁症干预迫在眉睫。利用传统文化干预抑郁症可以从转变外部归因为内部归因、与父母建立联接、积德行善、正确认识付出和回报、学会爱人、面对自己、随喜功德、互助赞美、采取行动、中医治疗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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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抑郁症的相关研究

（一）抑郁症的内涵与外延

抑郁症是以抑郁为主要症状的一组情感障碍或心境障碍，是一组以抑郁心境自我体验为中心的临床症状群或状态。
相对于抑郁心情而言，抑郁症是较为持久、影响个人发展及社会实践的一组症候群，较轻微的被称为“心境障碍”，较为严重的会影响到求助者的社交活动甚至产生自杀行为。抑郁症主要的评价标准有9个方面，即：兴趣丧失、无愉快感；精力减退或疲乏感；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食欲降低或体重明显减轻；性欲减退。

抑郁症的高发年龄段为45~54岁，女性多于男性，已婚人群多于未婚人群，离异人群高于已婚人群。
2012年10月，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推测全世界每年有5%的人患上抑郁症。

（二）现代抑郁症干预的方式

抑郁症最初的干预方法为心理学范畴的方法，即会谈法、认知治疗等，1988年氟西汀（百忧解）入市后以后超过5000万人使用，至今药物治疗仍然被认为是行之有效且可评估测量的方法，在欧美国家仍然把药物治疗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此也不排除安慰剂的效果），但显然药物治疗具有依赖性和复发性且较为昂贵。此外，在抑郁症的研究过程中也有很多新型的治疗方法，如电痉挛疗法、替代性疗法、女性荷尔蒙补充疗法HRT5（针对产后抑郁）、反射疗法等等。

（三）中国抑郁症

在中国，抑郁症还算是一个新词汇，但并不表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为少数。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的抑郁症患病率为6.1%。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病病，但绝大多数患者因为医疗条件限制或认知的限制等原因并未接受正规治疗，就医比例低于十分之一。显然中国人对于精神方面的困惑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且中国的心理卫生事业还有待持续完善。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教为主流，“儒”指以孔夫子为代表，以《四书五经》为主要经典的学派；“释”指以世界四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文化为主的学派；“道”指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以《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为主要经典的学派。这三个主要教派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中作为主流思想互相影响与融合，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
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今儒学仍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学派。儒家思想以五伦、四维、八德、三纲五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孔子主张“仁爱”，认为仁爱是人性的根本；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治国应以“民为贵”，尊重人民；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即人的天性本善，荀子认为的恶是后天不加以修持就会向“恶”发展），提倡重礼法规范的教育。
道教作为中国大地上催生的本土宗教，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提倡“道法自然”，尊重众神——自然大地均有神明。道家崇尚“无为”（这种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主观上不以取得利益为目的，客观上却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道家认为“无”与“有”会相互转化，通过“修道”的过程，可以于无为中得一切“有”。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以三世轮回为主要的思想，提倡通过行善除恶、坐禅、苦修、诵佛号等方式来领悟人生世界的真相，认为“人人皆佛”，只要心定，摒除习气、修十善业，就能大彻大悟，亲现极乐世界。

儒释道三教的根本都出发于对父母的孝顺，对天地自然的敬仰，让人把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作为第一追求。认为人应该从根本上修养心性，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对父母孝顺，就能法自然之序，敬爱兄长、朋友，处理好夫妇关系。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孝顺和光耀门楣的一种责任感（这是儒学的思想，佛家的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和对自然的一种责任感的驱使）会驱使人除恶行善，从而将对父母的依赖与爱转化为仁爱而为社会的和平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论是行善得善还是仁爱修仙、修善业得现极乐世界，三教都提倡以“爱”的态度来为别人奉献自己并从中得到收获，使得世界和平美好。

三、中华传统文化在抑郁症干预中应用的紧迫性

（一）
中国社会文化的需要

1、对传统文化的片面认识已经让人们有了片面的归因。

在《南都周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这样说道：“中国人的‘事事隐忍’、‘极尽周全’、‘表面和气’等等让西方人捉摸不透的功夫，是传统中华文化的内里精华。我们习惯启动否定的机制，抑郁感受一产生就压抑下去，强撑着自己没事儿的样子。‘在中国人性本善的文化中，善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所以要时时堤防暴露恶，掩饰内心深处的东西，这使得中国人更倾向于做表面文章，生活在非常沉重的枷锁中。’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王登峰表示。”
很显然这已经把现今中国人的抑郁归罪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显然这样的归因对于抑郁症的干预于事无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盲目的跟从西方文化而并没有意识到西方文化是在其土地和文化历史上孕育出来的；五四运动后中国人对于本土的文化更是嗤之以鼻。有人认为“克己复礼”是牢笼和枷锁，认为“中庸”思想是让人被动无为，认为佛教是鬼神迷信，事实上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误解，这也是对中国人自我的一种贬低。

事实上，为善的确能为人带来乐趣，现在人之所以觉得为善成为了桎梏，是因为人们从内心深处想做好事，又不好意思，好像做了好事显得自己很做作，显得自己不够现代化。“克己复礼”是指以礼仪约束自己，而事实上“礼”最初是各个岗位的行为规范，就像现在的《员工守则》之类，孔子认为恭敬的态度比繁复的礼法更为重要；《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一篇，要求人们做事适可而止，“无过之，无不及”，而并不是让人消极避世，自怨自艾；三纲五常的提出者范仲淹自己也是个直言敢谏的忠臣，常常冒死进谏，他并没有说“君为臣纲”臣就应该对君的错误也都言听计从；孔子崇尚仁义，并没有说犯错的人就应该受到严肃的刑罚；老子提倡“无为而治”，是指作为君王治理国家，应该从修养自身的德行开始，以榜样的力量推己及人而不是仅仅依靠刑罚和暴力来通知，相反，传统文化认为，当国家依靠刑罚来统治的时候国家就会很危险，这就像人有了病才去看医生一样，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佛教起初是一种形象化、拟人化的教育方式，让人恭敬、谦卑、自省，而至今只留其表象而未发扬其实质使得很多人认为佛教是“迷信”，如果烧香拜佛就能“有求必应”，佛陀为什么要苦行参修呢？显然这也是误解。

显然，把中国人普遍的抑郁归罪于传统文化，并不会让人们好过一点，反而显得个人的力量很渺小，因为社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种思想本来就是一种逃避自身的思想，也会给社会形成一种负面的舆论氛围。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不认可和反对父母一样，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认可，这从根本上让人缺乏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力量和归属感。如果我们每天在做的、在信仰的一切都不是对的，那社会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显然这种不确定性也为内心情绪的挣扎埋下了隐患。

2、西方文化的嫁接不良影响了中国的教育理念

人真实行为和情感的传递比言语的赘述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我们试想这样的情景，现在的中国社会，一家人聚餐，谁最先动筷子？大家都让谁多吃一点？试想，如果孩子小的时候学习“科学知识”，一家上下都以孩子为主，并告知孩子“你好好学习就行了”，孩子长大以后能想着为社会奉献自己，按照规矩办事，不要触犯规则，能尊老爱幼吗？小时候他最大，长大以后谁他都得尊重，小时候无法无天，长大以后处处碰壁，显然很难让人有一个健全和统一的人格，这就在孩子高考、走进大学和刚走上社会的时候为其角色的转换埋下了隐患。似乎走进每一个大学特别是知名的大学，都有自杀的阴影笼罩，人们总以为让孩子学习科学知识就是最好的，而现实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人们常常说“90后犯罪率逐年上升”可能一方面是90后慢慢的走上了社会舞台，另一方面90后内心的不自信与面对社会文化冲击的不确定性的恐慌也让他们容易陷入情绪的危机和容易受到社会负面氛围的影响，容易效法和跟从——很显然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地上嫁接失败的地方。90后应该是第一批作为时代的反映而验证这一“嫁接不良”的受害者，“逆反”在这一代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们有极大的胆量挑战权威、挑战法律却并没有因此获得更高的幸福指数。西方思想的引入对60年代人的影响也影响着90后的父母的关系——他们身受传统礼教的教育，是骨子里的“中国人”却不让自己的孩子做这样的中国人，言教和身教在他们身上冲突，在教育思想和方法上更是空缺，为自身和为孩子患抑郁症都埋下了隐患。

（二）
西方心理学理论本土化过程中的阻碍

1、
信仰价值冲突

“西方人能接受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中国人不一定能接受。例如在咨客中心疗法中，医生对咨客提出的困难不加判断和指示，让咨客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来自我调整，不重视专家的作用，这在中国本病人里就不一定能行得通。他们会认为医生没有能耐或不负责任。又如在心理分析治疗中，向病人解释他无意识中有自罪感，有受惩罚的愿望，这显然和西方基督教“罪的文化”有联系，中国人就不一定能承认。对异性父母的情爱欲望未能满足和解决形成的俄狄浦斯症结是神经症的根源。在西方这一观点可以直接向病人解释，但在中国当前还不易为病人接受，如此等等。”

显然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学理论在中国需要从本质的信仰体系上去“本土化”才能真正适应中国人的需求。中国人喜欢和别人比，喜欢关注别人的事情，喜欢对别人说长道短，在意别人的评价都是对自己不自信和希望寻求认同的一种心理的趋势（在西方并非如此），这可能源于社会文化对于真正的“中国人”的不认可，也可能源于隐晦的俄狄浦斯症结。中国式的抑郁症很多都是起源于父母的不认可，个人对自己的认知达不到社会舆论（以非正式的舆论为主）的要求或是对未来可能面对的问题的不自信的恐慌等，而并非是“传统文化对人的要求”，传统文化对人的要求和标准是明确的，而抑郁症患者并不知道什么才是好的。在中国，抑郁更像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显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分析社会及个体的心理问题，必须从本土的文化根基上分析也必须由此着手。

2、社会意识的差异

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要么认为自己是病人，把自己和“正常”对立起来，要么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因为中国社会舆论会强化“病人”和“正常人”的差异，像欣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去评论那些“不正常”的人，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这区别于西方开放的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事情变得更糟。中国文化本身是兼容并包的，但是到了这一代却变成了试探、好奇、贬低别人以寻找自身的平衡。很显然，在中国当代的文化下，干预抑郁症不能太多的要求环境的支持和理解，中国人还并没有意识到心理是社会的反应，还并没有意识到早期儿童教育的价值（虽然传统文化中认为童蒙养正很重要），但是在传统文化实践和弘扬的团队中可以找到这样的氛围。

诚然，因为文化素质、经济发展等等的限制，中国大部分抑郁症患者还在心理和生理卫生医疗机构的门外，想让更广泛的人能从情绪的障碍中走出来，寻找一种能让人自救，能让人“顺其自然”就能好的方法是从根本上抑制社会普遍的抑郁情绪的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中华传统文化在抑郁症干预中的方法

（三）认知疗法

1、内部归因

情绪源于自己的想法，事实上，在决定情绪的因素中，思维所占的比例甚至比实际生活问题的比例还要大。抑郁症的根源在于对未知的恐惧，每个人都有潜在的抑郁的可能性，抑郁的心理状态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所可能面对的未来的情境无法准确认知于是容易陷入情绪障碍并选择逃避社会和逃避问题，常常又容易因为自己的逃避而否定自己。虽说抑郁症是“一组情绪或心境障碍症候群”，但事实上这些情绪或心境障碍是抑郁症的表现，就像流鼻涕、打喷嚏是感冒的表现一样，其真正的问题是扭曲的思维方式和错误的归因方式（不排除生理原因造成的心理问题，这里不进行讨论）。很多咨询机构采用分析的方式，帮助求助者认识到自己情绪的来源并宣泄它，很显然，这并不能有很好的效果。事实上这从另一方面认同了求助者不合理的思维方式，所以它虽然短期有效，但是“容易复发”。

抑郁症求助者对未知充满恐惧，认为很多问题都是自己的错，认为自己一事无成、无能为力，认为自己“应该”是个好母亲，好父亲，好学生。他们常常注意面狭窄，更多的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随着症状的加重这一问题愈发明显。

有人可能会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应该”文化，叫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事实上“应该”句式能成为一种心理的阻碍的原因是人们对真实自我的不认可和能动性的滞后，对于有正确的自我认知的人，他们会把“应该”转化为行动（不论是主动行动还是被动行动，都会让人在行为中看到自身的价值，认识到事情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在行为疗法中陈述）。让抑郁者不要那么在意“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事实上是帮助抑郁者一起逃避责任，并可能纵容其放大情绪。

传统文化的这种“应该”，是希望人们顺应人性的需求，找到自我实现价值的方法，即成为自己认为应该成为的人，而不是社会舆论所倡导和宣扬的人，当人有一个明确的评判对错的标准，便可以努力做好，而不是用社会的视角去评价自己，社会是发展的，社会上也有很多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有一个自己的、统一的对社会的认知，就可能在给自己下评判的时候因外界的干扰而动摇，例如因为别人一个不屑的眼神（很有可能是对一个无意的表情的误读）而觉得自己被人看低，甚至因此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把外部动力转为内部动力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抑郁症求助者的不可操纵感。

2、与父母建立联接

传统文化以孝道为核心理念，认为“孝”是一切善心仁爱的开端，认为孝顺父母是作为人最基本的责任。事实上，孝养父母是对父母的认可、接纳，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每一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父母的影子，对父母的接纳是对自己接纳的开始，和父母相处和谐融洽也是社会交往的开始。正确认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正确处理与父母的关系，保持尊重，这是人社会化的开端。《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如果这一条在人们心目中扎根，至少抑郁症求助者不会采取极端行为，《礼记》记载，乐正春崴了脚都觉得对不起父母，人又怎么会去做伤害自己甚至自杀的事情呢？

3、积德行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传统文化的理念让人们承担作为人的一种存在的责任，对父母、社会、家庭、孩子的责任，这份责任弱化了人对自己的关注，而要求人们扩大自己的视角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甚至能像佛陀那样渡化众人，对于抑郁症求助者而言，把对自己的狭隘的关注转移到对他人的关心上，可以弱化不良情绪。很多抑郁症求助者认为人们不能体会他们刻骨铭心的悲恸，不能理解他们，因此他们选择独自消化情绪和自己做决定，事实上他们早已放弃了事实的真相而沉浸在情绪当中，显然这时候讲道理对他们并没有很好的作用，如果抑郁症求助者能够把对自己和对情绪的这种过多的关注转移到对他人的关注上或者更多的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存在的责任与价值，可以一定程度的弱化对自己不良情绪的反复强化。长久的幸福显然不是来自于“我得到了什么”，而是来自于别人的认可、羡慕、感激，帮助别人最能让人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存在，这有助于化解抑郁情绪。

同时，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自己作为人应该做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不论是主动“积德行善”，还是被动的害怕“报应”，他们必须行动起来，事实上，只要我们主动采取行动，总会有回报和收获，怕的是很多抑郁症求助者能动力减弱，自怨自艾，沉浸在已经过去的、无法改变的事实当中。

佛教用三生三世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儒家用三代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显然三世和三代还没有到来之前，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成就低了。所以正规的佛教信众（不包括那些认为烧香就能得到善报的迷信的群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减少对回报的计算可以一定程度上获得心理的平衡，正是因为人们觉得社会或者他人对自己的回报太少才会觉得自己被冷落、被忽视、被孤立，而在这一问题上，佛教让人们用更加长远的方式来看待因果报应——如果这一世没有得到好的对待，这一世积累的善德会在下一世得道回报。

4、正确认识付出和回报

显然，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媒体对成功者的大肆渲染让很多青少年有了误解，认为成功很容易，或者认为成功需要“机遇”，需要“拼爹”，总想找到捷径取得认可、金钱和地位，而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社会实践中屡屡受挫，容易让人产生对自身的不自信，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抑郁症的增加。传统文化理念的另外一个好处在于告诉人们一分耕耘得一份收获，传统文化坚信“天之自助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使有再显赫的背景，即使祖上积德，如若这一代不好好维持家业，不仅自己不能得到好的报应，而且会让祖宗蒙羞，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双手勤恳努力，踏实进步取得成功。

5、学会爱人

抑郁症求助者常常认为自己活得的爱不够，而传统文化是让人学会在爱他人、爱万物的过程中寻找到归属感，并从中得到愉悦，你付出的爱越多，就会得到更多的爱，通过言语和行为去表达自己对人、对物的爱，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做了好事别人却并不感激，那也要从自身的方法上找原因，这一方面让求助者主动去做，转移注意力，增加责任感，一方面要求求助者主动思考和联想。

（四）行为疗法

1、面对自己

传统文化的学习圈常常由多个小的圈子构成一个大的圈子，在小的圈子和专门的传统文化教学基地，会形成一个个互助小组，他们学习传统文化的理念，并在小组中分享自己的“过错”，展露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甚至一些不堪启齿的想法——这一过程在心理学而言是让人们正视自己曾经遇到的挫折以及自己在这一挫折中的角色，这是接纳和认知的一个过程，而大家会站在和你一样的角度去鼓励你，告诉你“其实你已经尽力了”，而不是站在医患对立的角度。另一方面，互助小组其他成员的分享可以激发抑郁症求助者的同情和理解，让他们觉得找到了“和自己一样不幸的人”，获得一种归属感，并愿意主动亲近这些人，这是社交改善的开始，同时也能让他们在聆听中去理解别人的思维方式和归因方式。

2、随喜功德

抑郁症求助者的自我评价、对未来的期望过低，与实际成就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儒家认为“扬人恶，即是恶”、“道人善，即是善”，在传统文化专门的教学基地中，人们互相之间都非常友善，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看到别人做好事或者有喜事就会开心，佛教宣扬“随喜功德”，当我们看到别人行善，内心跟着一起开心，就会得到一样大的功德。这很显然可以让求助者得到很多认可、赞美，得到正面的积极回应，即使做了很小的贡献，也会被人称赞。

3、互相赞美

在传统文化的互助小组中（有的类似于志愿者团队），安排事物是在分组以后依据自愿原则，在小组内可以采取自己的方法，自由分配，从而完成任务，这一原则的前提是对每一位小组成员的充分信任，默认成员都会尽全力去完成。如果你很不愿意做这件事，可以让别人做，别人不会抱怨。抑郁症求助者有一部分在内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反常”的情绪和行为得到别人更多的关注，而在这里这一点行不通。而对于另一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的抑郁症患者，如若他们逃避或拖延自己应该完成的事，或者即使尽全力了也没有做好，其他成员仍然会对他已经完成的部分给予赞美，并齐心协力帮助他完成剩下的工作，这样可以让抑郁症患者得到一定的认可，扭转其负面的归因方式，把“我一无是处”的想法转化成“我可以做这么多，他们都喜欢我。”并能激发他们主动参与、主动思考，从各个方面去做更多的贡献以得到更多的认可，同时学会赞美他人也是促进社会交往的方法。

4、采取行动

阿尔伯特·艾利斯认为许多情绪问题都是因为消极的自我对话，和非理性思维例如“我应该怎样，但是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更加完美”，事实上，这指的是抑郁症求助者总是这样去想，但并未采取行动。如果采取行动，那么人们可以通过一次次的尝试去做的更好并体会到进步的喜悦和受到认可的存在感。在传统文化学习的环境中，大家都会主动做事，刚开始是希望“积德行善”以获得“善报”，后来会慢慢发现被人认可和被人需要的快乐并慢慢喜欢上他这么做，大家都积极去做事，并尽可能去为他人做些什么，在这样氛围的带动下，抑郁症求助者也会参与其中，慢慢的也会体会到这种乐趣，一方面提高能动性，另一方面也会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

5、身教重于言教

告诉求助者你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做些什么事情，都没有和他一起去做，以行动去演示如何获得快乐来得更有实际的效果。传统文化的应用可以说是一种以行为疗法为主，认知疗法为辅的一种熏染的过程，通过环境的熏陶和理念的学习来慢慢的影响求助者的思维方式、归因方式，调动其主观能动性，让其在行动中发现自身的价值，找到可控制的感觉，从而获得很好的愉悦感，并愿意亲近他人。

很多人认为抑郁症是富贵病，事实上抑郁症在低文化层次阶层更为广泛，对于低文化层次的求助者而言，认知疗法存在一定的局限，药物治疗显得昂贵，提别是针对中国抑郁症求助者的就医比例和对抑郁症的认知而言，行为疗法和广泛的认知疗法比会谈法、催眠疗法、药物治疗等等更为可行，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在把反社会、社会适应不良、情绪障碍等的人送到传统文化推广的机构参与志愿活动，他们不用说是去“就医”，而是可以很愉快的接受，因为他们是去做“志愿者”，或者是去“学习”听起来非常的顺理成章。

（五）中医治疗

《左传·襄公三年》中记载了楚国子重讨伐吴国，因丧失了军队、土地和大夫，楚国人怪罪子重，使子重内心忧恚，患“心疾”而亡的事情。
（）南北朝时期医家把抑郁症归于“虚劳”范畴，认为抑郁是因为“五脏亏虚”，用药以益气助阳药居首位；明清时期的部分医家所描述的“忧郁”和“癫病”与抑郁症的症状特点符合，所提出的病机理论和治法方药对指导抑郁症治疗具有很高的价值。

� 朱紫清等：《抑郁障碍的诊疗关键》，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 摘自CCMD－3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 胡斌等：《江西省抑郁症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华精神科杂志》2003年11月


� 《你好，抑郁》，《南都周刊》2014年3月26日


� 钟友斌：《认知领悟疗法》，贵州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 《古代中医认识抑郁症的历史沿革刊》，《中医药学报》201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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